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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Dynamic Mechanism of Rural Modernization in Germany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Industry and Planning

德国乡村现代化的动力机制演进及实践启示*

——基于产业与规划双重视角

张  凯   段德罡    ZHANG Kai, DUAN Degang

乡村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核心维度，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当前，我国乡村现代化的外源性

路径依赖依然明显，发展的内驱动力不足。基于系统论构建乡村现代化“推—拉”动力系统，从历时性视角剖析德国乡

村产业发展和规划管控的作用机制及转换。研究发现，德国乡村现代化总体经历了外驱动力主导、内驱动力兴起和内外

驱动力综合作用（新内生式）的发展过程；产业发展和规划管控由政府强力干预下的外生性动力主导向地区主导和地

方知识赋能下的内生性动力转变。剖析德国乡村现代化发展脉络、动力机制演化，以期为我国乡村现代化的产业发展和

规划管控提供借鉴。

Rural modernization is not only a core dimens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a complex 
systematic project. At present, the path dependence on exogenous factors in China's rural modernization is still evident, and 
there is a lack of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ystem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ush-pull" 
dynamic system for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action mechanism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control in German rural areas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The study finds that rural modernization in 
Germany has generally gone through a development process dominated by exogenous driving forces, the rise of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and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both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new endogenous mod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control have shifted from being mainly driven by exogenous forces under stro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o being driven by endogenous forces empowered by regional dominance and local knowledge.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rural modernization in Germany,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control in China's rur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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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以产业兴旺为重点，提升农业发展质

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4]，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

流动”[5]。因此，如何为乡村现代化“后半程”

构建内生动力机制，激发乡村地区内源活力，

是当下乡村现代化亟待破解的难题。

乡村发展的内外驱动力来源[6-7]、要素构

成[8-9]、作用机制[10]和规划响应[11]研究契合了

乡村现代化发展驱动路径构建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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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论适用于具有复杂表征且包含多种

子系统的综合对象，是解构事物内部结构、功

能、关联和动态性的方法论工具[1]。乡村现代

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视角理解乡村实

然问题、应对应然目标大有裨益[2]。虽然当前

我国广大乡村“显性”的物质环境获得了长

足发展，但仍然面临人口红利衰减、建成空间

衰败、产业失序和文化失语等乡村衰退问题，

乡村逐渐显现发展能级“强弱分化”、发展活

力“内生无着”的态势[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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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认为乡村现代化的动力来源并非

“推—拉”力的简单嫁接，而是外源动力嵌入

与内源系统的有机耦合[12]。龙花楼等[13]将乡村

发展动力分为“内在因素”和“外源驱动力”，

提出我国中西部典型类型区乡村优化策略。段兆

雯[14]从“供给—需求—资源—区位”构建发展

动力模型，实证测度了西安近郊乡村旅游发展

的动力因素。谢鑫[15]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探讨

了乡村发展的内外部动力模式和城乡融合路

径。同时，国内对德国乡村发展的引介研究涵

盖乡村转型政策与法规[16-17]、用地统筹与乡村

振兴[18-20]、城乡协调发展[21]和乡村景观设计[22]

等，但对乡村发展内外驱动力要素构成、作用

机制的分析研究系统性不足[23-25]。因而，从系统

视角剖析德国乡村现代化过程中产业发展和

规划管控变迁，有益于拓展乡村现代化动力要

素供给的视野，为乡村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首先梳理了德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

产业发展和规划管控变迁。其次，基于动力机

制与乡村现代化的耦合关系，剖析了德国乡村

现代化的动力系统，阐释其内外驱动力要素的

作用机理。最后，结合德国乡村现代化动力系

统演化和我国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后发优势，提

炼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有益启示。

1  德国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与规划管控

变迁

1.1   战后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农业恢复

发展与“再城市化”

德国乡村发展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下简称“二战”）前的工业化带动和二战后至

20世纪60年代的恢复与再发展[26]。二战前，在

第二次工业革命促发下德国经济和资本得到

快速积累，城市化发展迅速[27]。二战后，为促进

乡村地区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供给以至实现乡

村现代化，德国政府加强了对乡村农业的干

预政策。强生产语境下，联邦德国（西德）通

过整理乡村土地、增加农业投资与信贷、推进

农业机械化等手段提高了生产力[28]。民主德国

（东德）则在社会主义生产背景下以“土地改

革、集体化和合作化生产”为抓手建设农业

经济体系，并于20世纪50年代完成私有土地

向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集体化生产的转变[29]。

20世纪60年代，工商业开始扩散至乡村地区，

交通便利使得大量通勤群体前往城市地区，被

解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转移，

促发了再城市化。

乡村规划管控被视作乡村发展进程中政

府干预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后至今德国乡村现

代化推进的关键驱动力。战后初期，德国乡村

地区规划管控以土地重整为核心，继承并实施

原有的《市地重划法案》。20世纪50年代，土

地重整成为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工具，“乡村

再发展战略”围绕乡村基础建设、农业发展、

人居环境、乡土文化等4方面内容展开乡村建

设，以提升村庄村容村貌，提高乡村生活质量、

工作环境和现代化服务功能[30]。20世纪60年

代，乡村因“逆城市化”出现建设性扩张。随

着郊区乡村的房屋建设，村庄道路建设和基础

设施逐步现代化（如管道供水、电力和电话连

接），面貌发生改变。1965年《联邦德国空间

规划》和《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开始将“城

乡等值化”确定为城乡居住生活条件的发展

标准，乡村地区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乡村

与城市地位相对持平。

1.2   20世纪70—80年代：乡村工业扩散与

乡村第三产业兴起

随着战后工业化进程推进，乡村地区传

统手工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以电子、电视、

卫浴等为主的城市工商业迅速崛起。基础设施

如大规模道路交通得以完善，交通可达性提升

与私人汽车普及共同促使乡村形成“非农业

乡村居民点”。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市民

社会“基本需求”和“再分配与增长”观念

的转变使得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领域，第二

产业则逐渐收缩。政策引导使较偏远、人口稀

少的农村地区成功地吸引了小规模制造业。从

该时期开始，社会对于乡村地区的土地需求变

得愈加多样化，加之“逆城市化”赋予乡村休

闲、自然资源保育、制衡城市蔓延等新功能，旅

游业和康乐业催生新的就业机会[31]。

20世纪70年代后，无计划的“返乡运动”导

致乡村土地使用矛盾加剧，同时建设、改造破

坏了原有村落形态和自然风貌。官方规划对这

些趋势的反应是村庄更新（Dorfsanierung），

规划管控涉及农村基础设施更新和乡村自然

环境保护，同时也提倡融合创造性元素，以使

各地能体现别致景观[32]。随着居民改造或重新

开发多余的农场建筑，村庄发生自发性重组，

规划开始重视乡村文化和乡村建筑的价值。

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全面综合地理解问题

和公众参与成为村庄更新的核心规划理念，极

大地提升了规划的质量及实施效果。20世纪

80年代中期，景观规划成功融入土地重整，赋

予了土地重整生态性目标。

1.3   20世纪90年代至今：规划管控参与式

和内生性引导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的生态、文化

与经济价值被提高到重要地位。德国通过制

定农村更新计划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并逐

步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村庄实践[33]179。近

年来，德国政府开始注重培育乡村创新发展

动能，如通过欧盟“LEADER”项目促进乡

村地区创新发展与再振兴。同时，结合欧盟

“URBAN II”“INTERREG III”等与乡村地区

发展相关的农业发展和区域整合政策，促进

乡村多功能综合发展。随着欧洲农业农村发

展基金（EAFRD）设立，投资乡村发展的资

金来源更加多元。德国乡村在欧盟国家共同

体农业政策和“LEADER+”①项目促发下，

在特别脆弱的农村地区开始推行长期和可持

续发展的创意和创新项目[34]。新千年以来，以

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生产主义向非生产主义转

变（后生产主义），非农业行为体在农村发展

政策中的重要性正在增长（见图1）[35]。

在规划管控层面，土地重整作为核心乡

村规划工具持续优化，规划导向更趋整体性，

规划程序融入更多参与式要素。例如通过《土

地重整法案》把农业发展与乡村及地区总体

发展（包括休闲娱乐、景观规划、村庄更新等）

相结合，同时推进“自下而上”战略（如合作

① “LEADER”项目是欧盟乡村发展早期探索模式，“LEADER+”项目是其迭代升级版，旨在进一步拓展参与边界，鼓励跨区域、跨领域合作，构建更广泛的乡村发

展伙伴网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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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原则、积极的公众参与）的实施[36]。乡村空

间与设施的多元需求使规划管控逐渐转向乡

村内生型模式，注重乡村存量资源、空间的挖

掘与开发，并颁布《建设法典》和《空间秩序

法》用以控制乡村建设用地无序扩展[37]。针对

乡村人口流失、缺乏市场规模而导致基础设施

利用率低的问题，规划改变了传统“中心地”

等级模式和“自上而下”的纵向均等化资源

分配，开始按照发展条件与意愿为乡村提供服

务与设施，提高设施利用率。

21世纪以来，规划管控从物质环境改造、

公共产品供给转向乡村内生活力和发展模式

创新[38]。面向类型化后发展能力薄弱的乡村，

规划管控着重以创新项目培育乡村发展动

能，包括制定新的乡村发展计划，鼓励建立创

新战略样本与示范项目，以振兴乡村、推动地

方知识和社区主导在乡村发展中的话语权[39]，

而乡村发展也在区域规划层面受到重视，责

任转移、权力下放和自我协调耦合了乡村所

嵌入的外部激励（如政治支持计划“区域塑

造”等[40]），成为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见图2）。

2  德国乡村现代化动力系统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乡村是农民、农业、农村三者

的有机统一体，乡村现代化需要在三者的相互

协调中实现[41]，同时乡村发展依附于其所在区

域城市的经济联系。乡村现代化即是不断耦合

城市产业辐射和需求外溢，利用乡村优质资源

在城乡博弈过程中实现乡村现代化发展（见

图3）。在此过程中，城市对乡村的经济与空间

诉求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外部驱动力，推动乡

村产业结构性变革，表现为城市正负外部性

对村庄正向的要素赋能和负向的价值剥夺。

乡村发展的内驱动力源于资源禀赋（自然资

源、土地和人力资源等）的比较优势，以及村

庄主体自主发展动力，表现为乡村生产生活主

体的持续参与度和经济活力。乡村内外驱动力

耦合是实现乡村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决定乡

村现代化的基本可能性。因此，乡村需要培育

“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内驱机制、调适

外驱力，进而维系乡村现代化的动力接续、实

现现代化转型[42]。

乡村现代化的内外驱动力源自乡村居民

的利益诉求，以及城乡要素交换过程中“需

求—供给”结构性矛盾[43]。德国乡村现代化

注重供需适配，在产业发展和规划管控子系

统的功能优化和协调运作基础上，驱动城乡

系统的协调自洽。从系统角度出发，以乡村现

代化“推（内驱力）—拉（外驱力）”动力

系统为基础，聚焦乡村动力因素的产业发展

和规划管控维度（见图4），即乡村产业发展

和规划管控作为乡村现代化推动力的重要构

成，二者耦合协同形构为乡村现代化的动力

机制。二者的系统性嵌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乡村环境改善，乡村现代化是推动村庄空

间环境变迁的持续过程，包括但不限于村庄

自然生态环境、传统建筑风貌；二是乡村地区

产业类型从单一向多元跃进，实现乡村地区内

驱动力的“造血”功能。乡村现代化需要通过

主动且有效的产业发展和规划管控提升村庄

发展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需求侧的乡

村产业结构性调整，包括产业内容、产业结构

和服务对象的变化；二是供给侧乡村空间环境

的现代化转型，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和空间环境等。

3  德国乡村现代化动力系统演化分析

3.1   战后初期至20世纪50年代末：外驱动力

主导下的农业恢复发展与农业现代化

二战后初期至20世纪50年代是德国城乡

重建和经济体系恢复期，政府在乡村物质环境

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占据要素配置的主导地位。

这一阶段通过加强外驱动力要素供给解决乡

村发展问题，乡村发展需要依靠外驱动力成为

共识。

产业发展方面，为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变，德国政府采取较多的直接干预措

施，积极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一方面，政府

图2 德国乡村产业发展与规划管控变迁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r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control changes in German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德国农村政策范式：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
Fig.1  Paradigm of German rural policy: from pro-
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33]187绘制。

图3 乡村现代化“推—拉”动力系统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ush-pull" power 
system of rural moderniz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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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策扶持、财政补贴和城市资本、技术及劳

动力转移等外驱动力投入的方式激发村庄发

展活力。支持乡村地区农业生产基础和秩序恢

复发展的具体措施包括农业发展方面的低息

贷款、直接资助、间接农业补贴等诱导策略[44]。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价格保护、直接津贴、土地

整治、迁移安置和保障性社会政策等一揽子

“绿色计划”引导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

善生活品质。同时，为实现乡村生产性功能完

善，通过土地整理、农业投资信贷和农业机械

化等引导措施促进生产力恢复[45]。在“自上而

下”外驱动力的引导下，乡村生产性功能得以

快速发展。

规划管控方面，政府通过政策、法规等多

种方式组构起乡村有序发展的管控逻辑。规划

采取以土地为核心的规划管控策略，颁发《土

地重建计划》支持土地互换、平整和改造，促

进乡村恢复性发展和稳定粮食供给；通过“乡

村再发展”战略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

维护提供相应的财政资金保障，对村落进行

集中整治、搬迁与再建；通过颁布《农业法》

（1955年）作为农业及乡村政策的基本纲领，

允许土地买卖和出租激发农业规模化经营。同

时，以税收在地化引导、激发和调动全体居民

对乡村建设的积极性，提升乡村的自身建设与

发展能力[46]。从发展脉络来看，乡村籍由恢复

建设和农业现代化促进了乡村经济、社会和基

础设施的现代化进程。

3.2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期：外驱动

力转向与内驱动力兴起下的农村工业化

随着大规模乡村物质环境建设接近尾

声，以直接投资和补助等外驱力带动的乡村

发展逐渐式微。乡村发展内外驱动力结构随

之改变，出现了动力转换的新趋势。进入20世

纪60年代后，德国乡村地区工业发展成为继

农业现代化后助推乡村现代化的主要动力，

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引领下

继续推进。

产业发展方面，政府支持“工业下乡”促

进动能转换，强调吸引新型就业机会在乡村地

区的扩展。乡村地区进行诸如完善交通、通信

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税收减免及补贴的措施，鼓

励制造型企业向乡村搬迁或建立分厂，促进乡

村工业发展。在此背景下，部分乡村利用区位

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等优势，开始了持续的

工业化过程。企业在乡村的布局与扩散带动

了乡村地区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经济

领域与高密度城市区域及工业领域相比越发

弱势，提高农业产品质量和种类、开发农业房

地产及乡村旅游等服务业成为激发乡村发展

活力的另一重要内容。伴随20世纪80年代农

业高度机械化，农业生产的成本进一步压缩，

乡村第三产业渐趋增长，乡村出现新的发展

驱动[47]。总体来看，乡村产业从单一农业生产

功能转向农业、工业和旅游业多产并进的新

阶段。

规划管控方面，随着逆城市化和工业扩

散造成部分乡村景观同质化、生态破损化，农

村地区收入和生活水平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政策驱动乡村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发展逐步

转变，政府主导的外驱动力开始转向寻求城

乡均衡发展。1965年《联邦德国空间规划》

将“等值化”作为区域空间发展的战略目标，

支持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加强小城市与镇的

产业配套与服务职能。20世纪70年代初，政

府发起“家乡保护”运动试图解决工业化和

城市化对乡村景观的破坏，并以乡村特色形

象塑造促进对乡村自然景观为中心的保护运

动[48]；提出“城市与乡村地区的城市设计性

更新”，实施以“农业结构更新”为重点的村

庄更新计划带动乡村现代化，其中土地交易

和居住制度的去差异化也成为促发乡村现代

化动力的关联要素[49]。20世纪70年代后期，

随着生态环保意识觉醒，政府开始引导乡村

和居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如以“乡村更美

丽”为引导，重视和保护村落原有的自然格

局、空间形态和建筑风貌，注重文化价值的挖

掘和功能改善。1980年提出“农业结构和海

岸地区保护议程”，并在1984年将乡村更新作

为其独立内容，均强调乡村特色挖掘与自我

更新[50]。

3.3   20世纪90年代至今：内驱动力培育与

外驱动力刺激下的乡村可持续

德国乡村产业发展和规划管控的隐性逻

辑映射了内外驱动力要素的结构性变迁。21

世纪以来，德国政府以政策为持续性干预要

素，吸引外驱性要素入场，并着重内驱力培育。

当下，外驱动力仍然持续影响和作用于乡村，

但内驱动力培育成为保持乡村经济活力和发

展吸引力的核心要义。

产业发展方面，在城市化率达到70%前，

德国主要以农业支持保护对冲农业比较效益

的下降，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对冲

城乡生活条件差异的扩大[51]。两德统一后，农

业被联邦政府和欧盟优先考虑。在欧盟共同体

农业政策（CAP）推动下，德国农业部门通过

农业培训和就业来促进经济可行性，加快了产

业化过程。随着农业生产进一步向差异化和专

业化方向发展，中小型农业企业通过兼并而不

断集中。20世纪90年代后，绿色农业、精准农

业技术跃迁成为促进乡村第一产业效益提升

的主要动力要素，使德国农业现代化程度进一

步提高[52]。非农产业同样得到发展，政府鼓励

中小型企业、旅游企业和自主创业在乡村地区

投资和发展，乡村的旅游市场、户外娱乐机会

（如自行车和步行道、骑马设施、农场旅游）以

及一定程度上的遗产旅游得到开发。乡村旅游

服务业也得到广泛发展，更广泛的农村地区受

益[53]。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使农民和决策者

的注意力集中在乡村经济多样化和环境保护

上，而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数字乡村深化了乡村

可持续经济和循环经济（见图5）[54]。通过针

对农业部门和其他农村行为主体的措施，促进

了经济活动多样化。而解决诸如难以获得基本

服务、社会排斥和就业选择范围狭窄等问题，

保持农村地区（偏远、中间和城郊）经济多样

化及其文化遗产的吸引力，促进了农业和林业

与当地经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33]54。乡村地

区经由在地性项目、组织形式和流动结构的

综合效应减少了不平等，促进社会凝聚力、创

造和维持同等生活条件，改善农村地区的生

活质量。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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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管控方面，1990年的空间规划报告

正式提出内生或区域适应发展模式，旨在将

地区话语更加深入地融入对话议程，反映了

“自下而上”内驱动力要素的并入。这一时期，

面对欧盟农业政策调整，德国将乡村规划与

欧洲区域协调发展相适应，并于1991年实施

由欧盟启动的LEADER项目，开始推动农村

内生式发展。1993年《联邦规划法》以法律

引导的形式将维持农村地区人口、支持现有

住区结构、维持可接受的基本服务作为具体

目标。2002年至2007年间“LEADER+”“活

跃区域”（Active Regions）等项目则将可持

续发展战略作为发展的核心要义。在此行动

之下开始形成回应乡村空间各种新需求的范

式——新内生农村发展（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55]。这一范式将重点从

集中和部门性的干预方法转向更具参与性、

协商性和跨部门性的方法，以激活本地关键

农村利益相关者“自治网络”的内生潜力。

2006年“德国空间发展行动模式和战略”以

“保护和塑造成长中的文化景观”为目标，促

进乡村地区发挥其主导作用，进一步实现内生

发展和文化景观设计。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必

须确保各自的社会群体参与区域发展进程的

规划、实施和评估以及可用资金的使用”[56-58]

的引导下，项目作为方法的外驱动力介入不同

发展特征的乡村地区。相比于政府政策管控农

村发展的传统，后者通过协调农业关切和利益

向度进行农村多维度（区域性、参与型和在地

性）的引导和管理转变（见图6）。

4 德国乡村产业发展和规划管控启示

我国乡村发展阶段与基础同德国存在差

异，当前乡村发展正处于动力机制转换的关键

期。德国乡村现代化动力机制系统完善，对我国

乡村动力要素配置和规划管控具有借鉴价值。

4.1   产业发展：以产业的多元化培育乡村内

驱动力要素富集

德国通过农业产业化、工业生态化和服

务品质化，推动农村农业生产主义向多功能

后生产主义转变，乡村产业关联的“企业—

政府—居民”形成良性互动，凸显德国乡村

产业发展内外驱动力的关键作用。我国现阶

段农业现代化水平区域差异较大，乡村工业

和服务业品质在新的物联网技术加持下亟待

提升。因此，需着力在“政府—企业—村委—

村民”之间建立密切的地方主导发展模式，

形成网络化合作体系，推动乡村内驱动力要

素富集。一方面，农业发展在保证粮食安全、

农产品稳定供给的同时，强化农业用地生态

服务功能，防治耕地侵占与土壤退化。以绿色

转型筑牢生态本底，推进耕地整合、结构优化

与产业经营，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

素向农业领域流动。另一方面，乡村发展要结

合地方实际，从单一农业生产功能向多功能

服务转型，延长农业“生产—加工—销售”

一体化产业链，促进乡村“农业—工业—服

务业”三产融合互促的经济模式，注重社区

教育、休闲和文化保育。

4.2   规划管控：以“刚柔并济”的包容性规

划提升村庄发展动力

德国乡村地区规划管控聚焦生态环境、

乡土文化和社区主体性等方面，缩小城乡生

活总体感受差异，兼顾郊区化发展趋势。规划

管控融合刚性规划、柔性规划和治理引导（如

行动计划）。我国乡村地区的规划管控面临体

系性重构与社会深刻变迁，需在“多规合一”

框架下兼顾空间导控与居民生活柔性治理，

分类制定收缩型和精明增长型差异化规划、

强化就地就近就业，培育村庄“造血”能力。

从德国经验来看，乡村规划管控既要加强约

束性内容，如村庄风貌保护，也要以包容性引

导为抓手，如村庄共治。组织“自下而上”的

规划项目，聚合当地组织和居民的支持与配

合，广泛调动居民的参与，依托乡村建设项目

实施激发农民参与热情，保障农民生产、生活

利益。在行动中尊重村民意愿，鼓励村民参与

村庄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引导

村庄主体的深度参与，支持农村居民自主行

图4 德国乡村现代化动力系统及其要素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rural modernization power system and its elements in German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德国农村地区循环经济系统
Fig.5  Circular economy system in rural areas of Germany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54]翻译改绘。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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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自我负责，提升凝聚力，建设新型乡村发

展共同体。

4.3   资源配置：从“中心地—均等化”向

“资源—需求”的精准化转变

德国乡村地区资源配置主要基于传统

“垂直构架”体系，该体系使乡村规划和政府

的发展投资遵循“中心地”纵向资源分配。而

按人口和行政等级安排的“均等化”配置和

投资难免投入发展意愿不高、资源潜力不足的

边缘地区，难以形成预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

位，存在投资低效、资源错配等弊端。鉴于此，

我国乡村现代化需要规避“自上而下”增长

模式带来的错配风险，构建灵活、开放、共享的

“资源—需求”发展模式。超越行政等级和行

政边界形成新发展共同体，统合“自上而下”

的纵向均等化资源分配和“自下而上”的乡

村横向抱团发展的资源共享。实施村镇间跨区

域合作，以单元化、片区化、区域化为空间承

载，优化乡村产业配套设施、基础和公共服务

设施等资源配置，促进城乡之间形成良性的人

口流动、要素循环和平衡态势。

4.4   治理体系：从多层次治理的外生性干预

向内生性支持转变

德国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注重发挥地方

自治实体自主性，通过决策主体的主体性回归

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增强决策者

与受益人间的权威信任，调动农民主观能动性

并培育村庄发展共同体意识。现阶段我国乡村

治理着力于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融合发展，

治理体系中的决策话语逐渐依靠技术黑箱、行

政权力，未能下沉至村民主体。乡村社区的发

展方向需要在规划等具体行动中，请村民参与

决策并付诸实践，鼓励其参与更深层次的整合

性政策和实践，释放村民潜能，充分利用嵌入

的外部驱动因素和行为者，发挥其输入型动力

要素的激励效能。随着规划在空间治理中的作

用越来越强，尊重村民社区治理主体地位成为

实践要义。因此，治理体系要推动自治组织和

利益相关者参与规划方案编制实施，增强发展

内驱动力。

5 结语

我国乡村现代化发展逐渐向纵深推进，

普遍面临国家干预力量下沉转场与乡村自主

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德国乡村现代化动力机

制演化表明，政府“自上而下”政策干预逐步

弱化，内驱动力要素培育和发展动能持续增

强，体现了乡村发展内外驱动因素综合转化逻

辑下的先发经验。笔者从乡村现代化“推—

拉”动力系统视角对德国乡村产业发展和规

划管控的演进过程进行解析，形成对德国乡

村现代化发展经验的系统性分析。研究提出的

“推—拉”动力系统和动力机制，为先发国家

乡村发展提供了研究视角，是阐释先发国家

乡村现代化经验的分析框架。总体而言，乡村

现代化进程中产业和规划工作需要关注整合

外部驱动要素，激活村庄内生动能，辨识乡村

物质与人文资源，通过建构有效的空间载体

实现资源与资本双向耦合，进而为乡村发展

提供持续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现代化

接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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